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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
戒烟药品统一制供机制的形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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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戒烟药品统一制供机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烟毒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形成与完善正是中国共产党不

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直接体现。 新中国成立伊始，私人制售戒烟药品现象大量存在，严重阻碍戒烟工作的开展。 为了彻

底禁绝烟毒和重塑民族形象，在烟毒治理的不同阶段，人民政府不断调整制供政策，最终确立了以统一戒烟方法和戒烟药

品行政管理体系为主要内容的统一制供机制。 戒烟举措不仅助力于烟毒治理工作的完成，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卓越的国家

治理能力，而且为新中国在国际上赢得了“无毒国家”的美誉，使中华民族摆脱了“东亚病夫”的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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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领导人意识到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是人民政权得以巩固的重要保障。①

为此，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的多个方面进行大胆实践，其中就包括解决困扰国民百余年的烟毒问

题。 禁绝烟毒吸食成为提升国民身体素质的关键步骤，而戒烟药品②在烟民戒瘾的过程中发挥了重

要的辅助作用。 因此，中央政府在烟毒治理的不同时期持续规范戒烟药品的配制和供应流程，最终

制定了戒烟药品统一配制和供应机制，为整个戒烟工作的完成提供保障。 然而，由于中央政府在

１９５２ 年肃毒运动中采取“口头宣传”政策，有关戒烟工作的公开出版文献阙如，使得国人难以全面

地了解中共的禁吸壮举。 笔者目力所及，学术界对新中国烟毒治理问题的主要关注点是政府如何

禁种、禁制及禁贩烟毒等问题，对戒烟药品制供机制的专门性研究尚属空白。③ 为详细呈现中共在

这项工作中取得的成绩，本文主要通过利用中央档案馆及陕西省、贵州省、上海市、天津市、山东省

等 １０ 余家省级档案馆馆藏档案，探究戒烟药品统一制供机制的形成过程。

一　 私人制售与地方筹备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坚信“要想巩固政治上的统治，就需要进行社会改造和现代化建

设，就需要和长期以来支配中国社会的狭隘的地方观念展开面对面的较量”，进而“以一种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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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第 ４ 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１４２８ 页。
本文提到的戒烟药品是指在药名中含有“戒烟”“戒瘾”“断瘾”“扫毒”“除毒”等词语与在效用上标明为“戒烟”“戒毒”功

能的片、水、丸、酒、粉、膏等各类药剂。
就笔者目力所及，论文方面，国内尚无专文讨论此事，参见肖红松、郭晓辉：《雷霆扫毒：新中国成立初期华北烟毒治理问题

研究》，《河北学刊》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姜祖桢、宋秋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戒毒方略百年沿革》，《犯罪与改造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著作方面，国内两本系统探讨中共禁毒史的专著均未详细论述此事，参见齐霁：《中国共产党禁毒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
胡金野、齐磊：《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史》，经济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 国外相关学者也未具体探究此事，参见周永明：《２０ 世纪中

国禁毒史》，石琳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６ 年版；包利威：《鸦片在中国：１７５０—１９５０》，袁俊生译，中国画报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等。



的方式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① 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治理和政权建设逐渐构成互为制约、相互影响

及促进的整体。 在执政的第一年里，鉴于政治形势尚不稳定，中国共产党将重心放在政权建设上，
社会治理进程相对缓慢。 此时，各地烟民总数庞大，戒烟形势严峻。 以西南大行政区为例，截至

１９５０ 年底，全区统计烟民有 ６００ 万人左右，约占总人口的 ８． ８％ 。② 其中，重庆市烟民总数约 １０ 万

人，占总人口的 １０％ 。③ 烟毒成瘾使人体质衰弱，生活贫苦，进而使人倾家荡产，不利于新中国社会

秩序的稳定。 因此，中央和地方开启禁吸工作。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 ２４ 日，政务院颁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

的通令》（以下简称《通令》），对戒烟药品的配制和供应工作作了纲领性规划，未公布实施细则；截
至 ７ 月 １０ 日政务院出台《关于禁烟毒办法的决定》，中央未对禁吸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因此，这段

时间是戒烟药品制供工作的第一阶段。 在此期间，地方性私人制售戒烟药品的现象依然存在，只有

部分地方政府开始筹备这类药品的制供工作。
新中国成立前后，大量医药机构和个人在市面上兜售自制的戒烟药品。 重庆爱国制药厂售卖

药品“拒毒金丹”，号称“专戒任何毒瘾，七日除根，毫无痛苦”。④ 北京老牌连锁药店华安大药房出

售自制畅销戒烟药品“黑海星”，标榜其“专戒鸦片、唆唆、吗啡……断瘾迅速、毫无痛苦”。⑤ 重庆天

一戒烟专科医院则打折促销自家药品，鼓励烟民通过走戒方式断瘾。⑥ 医师陈道明在自营诊所配

药，使用自创变质清血除毒疗法帮人戒烟。⑦ 这一现象隐患颇多。 一方面，自制药品存在大量质量

问题，如药效难以保证，存在大量假药；药品含有大量烟毒成分，实为隐性的抵瘾药品。 另一方面，
形形色色的制药者交织成地方戒烟药品制供的非正式权力网络，试图阻挠官方制药方案的制定，妨
碍新中国戒烟工作的开展，最终制约了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下沉。

为此，中央和地方政府开始着手戒烟药品的官方配制工作。 政务院 ２ 月 ２４ 日的《通令》规定：
“各级人民政府卫生机关，应配制戒烟药品，及宣传戒烟戒毒药方”，⑧该规定明确了配制主体，但未

对药品处方和配制流程作说明。 尽管如此，因忙于政权接管和经济恢复，地方政府无法系统执行此

项命令，只有少数地区开展了一些准备工作。 一部分地区出台法规，将配制权统归政府。 中南大行

政区责令各级卫生部门负责配制该药品。⑨ 天津市明令禁止公私医院或中西药房自制戒烟药品。�I0

上海市则提出由市禁烟禁毒委员会配制戒烟药品，邀请公私立医院参与。�I1 另一部分地区着手药品

配制的筹备工作。 因缺少统一处方，地方卫生部门多沿用旧有办法，并将收缴来的烟土作为药品原

料。 贵州省卫生接管处拟将接收的 １ ６００ 两烟土作为原料拨发给相关部门配制药品。�I2 天津市卫生

局拟使用没收来的 １ ０００ 两烟土，配制戒烟药品“鸦片酊”４５０ 磅。�I3 部分地区开展药品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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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１９４９—１９６５）》，王建朗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７２ 页。

西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一九五〇年工作总结报告》，１９５１ 年 １ 月，《云南档案史料》１９９１ 年第 ４ 期。
西南区禁烟禁毒委员会：《重庆市戒烟工作经验介绍》，１９５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４３⁃１⁃３９４⁃１３，贵州省档案馆藏。
《戒烟圣药 拒毒金丹》，《大公报》１９４９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第 ４ 版。
《戒烟良药黑海星》，《大公报》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２４ 日，第 ４ 版。
《天一戒烟专科医院启事》，《大公报》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第 １ 版。 走戒方式是指烟民事先向政府登记并备缴药费，随后

到指定机构领药后回家自行戒瘾。
《专门戒烟》，《大公报》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第 １ 版。
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编《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１９４９—１９５０）》，法律出版社 １９８２ 年版，第 ２１２ 页。
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编《民政工作手册》１９５０ 年第 ２ 辑，第 １５９ 页。
《天津市烟民烟毒检查登记办法》，《天津日报》１９５０ 年 ６ 月 １０ 日，第 ３ 版。
上海市民政局：《关于上海市禁烟禁毒执行办法（草案）》，１９５０ 年，Ｂ１６８⁃１⁃７５５⁃４４，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民政局：《关于

上海市禁烟禁毒实施办法（草案）》，１９５０ 年，Ｂ１６８⁃１⁃７５５⁃４８，上海市档案馆藏。
民政办公室：《卫生接管处呈请拨发一千陆百两制造戒烟药片一案签请如数作价拨发由》，１９５０ 年 ３ 月 ２０ 日，４２⁃１⁃５６９⁃５，

贵州省档案馆藏。
天津市禁烟禁毒委员会：《禁烟工作筹备概况》，１９５０ 年 ７ 月 １ 日，Ｘ００６５⁃Ｙ⁃０００１６５⁃００７，天津市档案馆藏。



中南区、北京市均指示卫生部门在禁毒宣传中多讲解戒烟药方及戒烟方法的知识。① 天津市则在报

纸上宣传戒吸政策，并说明政府已配制戒烟药品。② 显然，各地的药品配制进程参差不齐，不少地区

尚处于准备阶段。
至于药品供应问题，政务院 ２ 月 ２４ 日的《通令》从三方面作出规定：一是确定卫生机关为药品

供应的实施主体；二是可免费或减价向贫苦烟民提供药品；三是加强监管工作，严防隐蔽形式的烟

毒代用品。③ 随后，部分地区按照要求灵活开展药品供应的前期工作。 首先，明确实施主体。 天津

市要求卫生部门掌握药品供应程序。④ 上海市则规定药品由本市禁烟禁毒委员会统一供应，分区专

售，烟民凭登记证购买，收回成本费即可。⑤ 供应主体的确立即可避免药品分销的杂乱无序，又可确

保药品价格的长期稳定。
其次，制定药费减免政策。 新中国成立初期，因烟毒流害时间长，不少地区的烟民数量巨大，且

多以劳苦工人和贫困农民为主，他们需要政策倾斜和经济帮扶。 为此，部分地区出台了药费减免政

策。 中南区要求对贫苦瘾民给予免费或减费治疗。⑥ 北京市和天津市的贫苦烟民在取得政府或医

院出具的证明材料后，可在相应机构减费或免费领药。⑦ 减免政策主要涉及两类贫苦烟民：一类是

经济能力差的普通烟民，他们的收入只能满足日常开销，无法保障药费开支；另一类是老弱病残的

烟民，他们多因疾病吸食烟毒，本身既无经济能力，突然断瘾又可能危及生命，因而需要持续服用戒

烟药品。 针对性的减免政策既可以解除部分烟民的经济顾虑，又不会给地方政府带来过大财政压

力，确保戒吸工作的顺利开展。
再者，出台监管法规，严防私人继续配售。 北京市和天津市禁止公私医院、中西药房及个人配

售戒烟药品，且严禁新出品的综合制剂和隐蔽形式的抵瘾药品。⑧ 川西公署则规定配制各种抵瘾丸

药者处十年以下徒刑或酌科罚金。⑨ 尽管如此，部分医师试图通过向政府提交戒烟药品发行许可的

方式，谋求配售行为的合法化。 贵州省药品销售者王明盛就向政府提交申请，并附上药方和药案。
他认为自己的药品既可协助禁烟工作，又可减轻烟民痛苦，希望得到发行许可。�I0 随后，贵州省民政

接管部和卫生接管处在核验药方后拒绝了他的申请，原因是该药方的主要成分仍是鸦片，这与严禁

鸦片烟毒政策不符，且相关政令已明确卫生机关负责统筹该项工作。�I1 监管体系的确立既可保障药

品质量，维护正常的药品供销秩序，又可有效打击药品制供的地方保护势力。
总体来说，在这一时期，官方的戒烟药品制供机制尚未确立。 中央政府在颁布 ２ 月 ２４ 日的《通

令》后，并未制定相应的实施方案。 因忙于政权接管和社会经济恢复，大部分地方政府尚未全面开

展此项工作，只是停留在政策制定和工作筹备环节。 甚至部分地区依然存在私人制售现象，烟民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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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８１ 页；《禁烟禁毒工作报告》，１９５０ 年 ７ 月 １９ 日，Ｘ００６５⁃Ｙ⁃０００１６５⁃００７，天津市档案馆藏。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查禁烟毒办法及执行计划决定的通知》，１９５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 １９５０》第 ２ 册，

第 １８１ 页；《天津市烟民烟毒检查登记办法》，《天津日报》１９５０ 年 ６ 月 １０ 日，第 ３ 版；《天津市禁烟禁毒工作计划草案》，１９５０ 年 ６ 月

１６ 日，Ｘ００６５⁃Ｙ⁃０００１６５⁃００７，天津市档案馆藏。
徐学初主编，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编纂《四川的城市接管与社会改造》，四川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１３８ 页。
王明盛：《为补助禁令发制戒烟丸药恳并准予发行由》，１９５０ 年 ２ 月 ９ 日，４２⁃１⁃５６９⁃４，贵州省档案馆藏。
贵州民政接管部：《关于制造戒烟药品的函》，１９５０ 年 ３ 月 １ 日，４２⁃１⁃５６９⁃１，贵州省档案馆藏。



可购买非官方药品。 随着戒烟药品市场的规范化改造，出于社会治理和政权建设目的，由公权力执

行的对药品制供主体和烟民身体的强制性干预措施正逐步被推广到全国。

二　 大区集中管理

１９５０ 年下半年，随着新生政权的稳固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政府加大了社会治理的强度。 但

是，由于实践经验缺乏和地区差异明显，中央政府仍是制定全局性的形式框架，而将政策贯彻的具

体方法等问题交给各大行政区，目的是因地制宜地开展工作和获取成功经验。 政务院 ７ 月 １０ 日的

《关于禁烟毒办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和内务部 ９ 月 １２ 日的《关于贯彻严禁烟毒工作的指

示》（以下简称《指示》）对禁种、禁贩及禁吸等多项烟毒治理工作作出统一规定，标志着新中国烟毒

治理进入新阶段，一直持续到 １９５２ 年 ４ 月中旬。
两份中央文件只是提供了禁吸工作的整体思路，未给出详细的戒烟药品制供方案。 ７ 月 １０ 日

的《决定》指出：“吸食鸦片者采取教育办法，在烟民过多地区，应有步骤地分期禁绝。”①内务部 ９ 月

１２ 日的《指示》提出类似要求：“禁吸工作不能希望一次搞好，要采取逐步禁绝的方针。”②这些规定

为地方灵活制定方案和自主开展工作预留了空间。 总体来说，各大区的戒烟药品制供工作经历了

一个由地方主导到大区集中管理的转变过程。 大区通过制供流程的规范化和官方化，将医学上的

烟瘾治疗问题转变为社会治理中的卫生行政管理问题。
起初，一部分大区继续贯彻政务院 ２ 月 ２４ 日的《通令》，将制供权归于省市卫生机关。 西南大

行政区要求各级卫生机关配制药品，掌握药品供应流程，严防隐蔽形式的烟毒代用品。③ 陕西省规

定卫生厅统一负责制供，严禁私人制售；④县（市）政府负责发放，区乡政府具体实施，以成本价出

售。⑤ 重庆市提出卫生局负责配制并指定地点专售。⑥ 安阳市要求所有私售商店在 １５ 天内到区医

务所登记，停止出售并听候处理，违者以制造毒品罪论处。⑦ １９５０ 年下半年，地区间的医疗水平、财
政收入及行政管理差距依然明显，直接决定了各地戒烟药品制供工作的进度。

另一部分地区在戒烟药品制售上仍留有政策余地。 西南区允许私人在合法范围内制售，这与

该地区短期内戒烟药品供求严重失衡有直接关系。 一方面，西南区烟民人数众多，占总人口比例

高，且散布在各地，因而对该药品需求量巨大。 另一方面，部分地区缺乏集中制药的技术、条件及经

费，短期内难以满足所有需求。 以云南省为例，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间，全省预估烟民 ２００ 万人。 该省卫生

处选择分期制药供应的办法，先是编造两期药品配制预算，计划供应 ４０ 万烟民使用。 即便如此，因
药品处方尚在研制，且配制技术待完善，该省在 １９５１ 年初尚未正式制供药品。 云南省人民政府在

《１９５０ 年禁烟工作报告》中特别指示各地“在禁吸方面，戒烟药的制造与供应是不可延缓的”。⑧ 由

此可见，西南区戒烟药品供需矛盾突出。 为便于烟民戒烟和防止烟毒代用品流行，西南区就私人制

售问题作出灵活性规定。 １０ 月 １６ 日和 １１ 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民政部均提出公立机关、戒烟

所或私人制售戒烟药品时均不得掺入鸦片及其他毒品，私人配制药品的须经各级卫生机关化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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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转发中央和华东处理鸦片烟毒规定并结合实际情况特作补充指示的训令》，１９５０ 年８ 月 ５ 日，Ｊ１０３⁃００２⁃
０３１⁃０６８，浙江省档案馆藏。

北京市民政局：《关于对禁烟、禁毒采取逐步禁绝的方针的报告》，１９５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１９６⁃００２⁃００２００⁃００１７７，北京市档案馆

藏。
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１９５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档案史料与研究》１９９０ 年第 １ 期；贵州省人民政

府民政厅：《为奉西南卫生部饬报烟民人数及戒烟药品函请供给材料由》，１９５０ 年，４２⁃１⁃５７３⁃１，贵州省档案馆藏。
陕西省人民政府：《为指示禁烟禁毒重要各点希依照执行由》，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１９８⁃１⁃６８⁃７，陕西省档案馆藏。
陕西省人民政府：《陕西省禁烟禁毒暂行办法》，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公报》１９５１ 年第 ５ 期，第 １３—１４ 页。
重庆市人民政府：《重庆市管理戒烟药剂及麻醉药品暂行办法》，１９５０ 年，１０４９⁃１⁃２９８⁃８，重庆市档案馆藏。
安阳市人民政府：《安阳市禁烟禁毒实施办法》，１９５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Ｊ００３５⁃００１⁃０００６６⁃０１１，河南省档案馆藏。
云南省人民政府：《一九五〇禁烟工作报告》，《云南档案史料》１９９１ 年第 ４ 期



方可出售，一旦发现含有毒品成分，即以变相贩卖烟毒论罪。①

依据上述规定，西南各地开始推进私人合法制售戒烟药品的工作。 因药品供应不足，贵州省禁

烟禁毒委员会在与省卫生处商讨无果后，要求各地按照西南区指示发动私人医院或诊所帮助烟民

断瘾。② １２ 月 ３０ 日，贵州省规定私人制成之药品经卫生部门化验合格后可出售；如药品化验后含有

毒品成分，即以变相贩卖烟毒论处。③ １９５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贵州省人民政府拒绝了省卫生处由其单独

制药的建议，重申该药品原则上由卫生机关统筹制造，私人制成之药品经化验后也可出售，同时建

议卫生处拟具药品化验办法，以便其顺利销售。④ 不久，贵州省出台《贵州省私人制销戒烟药管理暂

行办法》，对药品配制、化验及销售等环节进行详细规定：其一，成品不得含有麻醉药品成分，且须由

合格药房或中药铺出品。 其二，化验流程是申请人呈送化验费、足量样品、药品仿单和包装纸、化验

申请书等，经当地卫生机关和省卫生处审定合格后，领取药品销售许可证。 其三，申请人不得使用

夸大疗效和使人误解的文字进行宣传。 其四，卫生机关可随时检查配制现场及抽检新制药品。⑤ 规

范化的私人戒烟药品暂时弥补了需求缺口，有效地配合禁吸工作的开展。
随着禁吸经验的积累，各大区全面收紧戒烟药品的制供权，开始集中管理相关事宜。 各大区政

策转变的原因有三：一是各地在制供过程中探索出成功经验，为集中管理提供了借鉴。 二是基层政

府在制供过程中暴露出问题。 因缺乏制配方法及经验，一些地区只能按照旧有药方配制，造成药品

疗效参差不齐。 三是仍有部分地区难以保障药品的正常供应。 因此，各大区开始推进集中制供的

工作。
具体来说，各大区通过明确配制主体、统一戒烟处方及集约配制流程等方式进行集中管理。 各

大区将本区卫生部作为药品配制的实施主体。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东北大行政区提出该药品由省

级以上卫生机关配制。⑥ １９５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西北大行政区规定大区卫生部负责配制，或委托具备制

药条件之省（市）卫生机关代制；其他任何机关及私人不得配制，违者除药品没收外，并予处罚。⑦ 同

年，西南区要求大区卫生部主管配制、编造预算等戒烟药品事务。
各大区纷纷选定本区统一的戒烟药品。 西北区选定的是复方戒烟药丸，该药品每份 ２５０ 粒，由

甲、乙、丙三种药丸构成，甲、乙药丸含有麻醉品剂成分，烟民按顺序服用。⑧ 西南区选定的是重庆卫

生局研发的戒烟药品。 １９５０ 年下半年，重庆卫生局组织医药专家 ２０ 余人，讨论药品研制工作。 他

们先是制定三项配制原则：其一，不能含有烟毒成分；其二，对戒烟时的反应要确有效力且无副作

用；其三，服用方便，价格低廉。 随后，专家们据此原则研制出新药方：“莨菪浸膏 ０． ０１ 公分，马钱子

浸膏 ０． ０１ 公分，大黄末 ０． ２ 公分，龙胆末 ０． １ 公分，花椒末 ０． ０１ 公分。 以上分量共制 １ 粒，每日服

４ 次，每次 １ 粒，７ 日用 ２８ 粒至 ３０ 粒，即可脱瘾，每人的用量（３０ 粒）约需成本费人民币 ３ ０００ 元。”⑨

重庆市依照此方配制戒烟药丸 ９ 万粒（３ ０００ 份）。 戒烟所在使用后表示该药可有效减轻烟民在施

戒期间产生的抽筋和神经兴奋等问题。 随后，为解决烟民身体虚弱的毛病，专家们还建议在处方中

添加其他药物，如添加醋柳酸片治疗感冒，苏打片治疗胃酸过多，复方甘草含剂止咳，毛地黄安瓿或

樟脑安瓿强心。 凭借此药，重庆市于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至 １１ 月成功脱瘾 ７ ８０３ 人，占参加戒烟总人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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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开展禁烟禁毒工作的指示》，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云南档案史料》１９９１ 年第 ４ 期；西南民政部：《关
于禁烟禁毒几个问题的意见》，１９５０ 年 １１ 月，《档案史料与研究》１９９０ 年第 １ 期。

贵州省禁烟禁毒委员会：《关于迅速设立贵州省戒烟所的函》，１９５０ 年，４３⁃１⁃３９４⁃１８，贵州省档案馆藏。
贵州省人民政府：《开展禁烟禁毒工作的指示》，１９５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４２⁃１⁃５７４⁃４，贵州省档案馆藏。
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戒烟药品制造问题》，１９５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４２⁃１⁃６４１⁃１１，贵州省档案馆藏。
贵州省人民政府：《贵州省私人制销戒烟药管理暂行办法（草案）》，１９５１ 年 ８ 月 １１ 日，４２⁃１⁃６５７⁃２，贵州省档案馆藏。
黄绍智等主编《禁毒工作手册》，上海三联书店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１０２ 页。
西北军政委员会：《西北区禁烟禁毒暂行办法》，１９５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１９８⁃２⁃２０７⁃４，陕西省档案馆藏。
陕西省人民政府民政厅：《托购药材委托书》，１９５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１９８⁃１⁃１５０⁃２７，陕西省档案馆藏。
本文所提到的货币均为人民币旧币。



６９． ４％ 。① 因重庆戒烟工作的阶段性成果，西南区决定将其药方作为统一标准进行推广。
各大区卫生部采用集约配制的方式生产戒烟药品。 首先，选择有经验的官方医药机构。 西北

卫生部指定中国医药公司西北区公司②为集中配制点，将每份药品工料费定为 １６ ６５０ 元。③ 西南卫

生部将重庆制药厂定为集中制药点，将每份药价定为 ９００ 元，同时又将重庆版处方发给各省，允许

自制。④ 其次，组织各级卫生机关编造制药预算。 以西南区为例，各级卫生机关须向西南卫生部报

告本地区的烟民数、贫苦及少数民族烟民数、所需药品预算总数等信息。 西南卫生部再协同民政部

编造预算。⑤ 再次，商定经费垫付问题。 由于财政收入状况不同，各大区在经费垫付工作上有所差

异。 有的由省市筹措。 １９５１ 年初，陕西省民政厅初步统计各县市烟民需用戒烟药品 ９２ ９８８ 份，报
西北民政部转请卫生部制药。⑥ 西北民政部回复药费应由各省筹措，并直接与西北卫生部商洽订

制。⑦ 陕西省随后要求各县市向已登记烟民收取药费，携带烟民姓名表和药款到省卫生厅领药。⑧

有的由大区财政部垫付。 西南区由卫生部将预算交财政部垫拨，事后卫生部负责在出售药品的款

项内付还归垫。 至于少数民族及贫苦烟民所需免费药品的费用问题，西南区要求各级民政部门在

救济社会事业支出项下统一开支。⑨

在部署配制工作的同时，各大区还集中规划戒烟药品供应工作，包括规范供应流程、落实减免

政策及加强监管力度等。 至于规范供应流程问题，各地通过明确上下级卫生机关职责的方式来保

障供应，即规定大区卫生部及以下各级卫生机关是药品供应、运输及分配的主导机关。 在领药环

节，各地要求普通烟民通过走戒方式戒烟。 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不少地方出现领药抵瘾和明戒暗

吸的现象。 天津市 １９５０ 年报告显示，１ ０９０ 名走戒烟民在 ５ 个月后只有 ３２． ７％的人断瘾，可见走戒

方式收效不大。�I0 究其原因是各地对烟毒问题的历史性及社会性认识不足、对烟民的复杂性及狡猾

性调查不够等。 为此，各地规定烟民在领药后不得转手他人，�I1同时向烟民宣传科学卫生知识：戒烟

药品有毒性，长期服用与吸食烟毒无异；患病者不可因病服药治疗等。 因复方戒烟药丸含有麻醉品

成分，西北区严格管控药品发放流程，规定已登记烟民每次只能按需领取一份，且按照服药说明服

用；地方政府须监督烟民走戒过程，避免其只吃甲、乙种药丸，防止发生中毒现象。�I2

各大区继续落实戒烟药品费用减免政策。 此时，各地烟民基数仍然庞大，且贫苦烟民占比较

高。 贵州省 １９５１ 年的数据显示：烟民总数为 ３９６ ０４５ 人，贫苦烟民占比 ５８． ５％ 。 他们普遍反映“吸
得起（鸦片），戒不起（烟瘾）”。�I3 因此，内务部在回复天津市禁烟禁毒委员会时提到：在戒烟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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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区禁烟禁毒委员会：《重庆市戒烟工作经验介绍》，１９５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４３⁃１⁃３９４⁃１３，贵州省档案馆藏；重庆市禁烟禁毒

委员会：《关于重庆市禁烟禁毒工作的总结报告》，１９５１ 年 ８ 月，《档案史料与研究》１９９０ 年第 １ 期。
即前文提到过西北卫生材料厂、西北卫生制药厂。
陕西省人民政府民政厅：《托购药材委托书》，１９５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１９８⁃１⁃１５０⁃２７，陕西省档案馆藏；陕西省人民政府民政厅：

《为通知各地对于烟民施戒工作迅速抓紧认真办理由》，１９５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１９８⁃１⁃２２３⁃７，陕西省档案馆藏。
西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卫生部：《函请调查瘾民数字并编造配制戒烟药品预算报核由》，１９５１ 年 ８ 月 ４ 日，４２⁃１⁃６４２⁃１８，贵

州省档案馆藏。
西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卫生部：《函请调查瘾民数字并编造配制戒烟药品预算报核由》，１９５１ 年 ８ 月 ４ 日，４２⁃１⁃６４２⁃１８，贵

州省档案馆藏。
陕西省人民政府民政厅：《关于报送禁烟禁毒总结的报告》，１９５１ 年 ２ 月 ２６ 日，１９８⁃１⁃１６１⁃１，陕西省档案馆藏。
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为批答禁烟禁毒总结报告由》，１９５１ 年 ３ 月 ５ 日，１９８⁃１⁃１６１⁃３，陕西省档案馆藏。
陕西省人民政府民政厅：《为通知各地对于烟民施戒工作迅速抓紧认真办理由》，１９５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１９８⁃１⁃２２３⁃７，陕西省档

案馆藏。
西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卫生部：《函请调查瘾民数字并编造配制戒烟药品预算报核由》，１９５１ 年 ８ 月 ４ 日，４２⁃１⁃６４２⁃１８，贵

州省档案馆藏。
《天津市禁烟禁毒工作报告》，１９５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Ｘ００６５⁃Ｙ⁃０００１６９⁃０１２，天津市档案馆藏。
《重庆市管理戒烟药剂及麻醉药品暂行办法》，１９５０ 年，１０４９⁃１⁃２９８⁃８，重庆市档案馆藏。
陕西省人民政府民政厅：《为通知各地对于烟民施戒工作迅速抓紧认真办理由》，１９５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１９８⁃１⁃２２３⁃７，陕西省档

案馆藏。
《免费记发戒烟药片希各派人来所领取由》，１９５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４２⁃１⁃６４２⁃３０，贵州省档案馆藏。



“对工人及年老体弱者尤要照顾其劳动时间及身体条件”。① 各地继续推进或加码减免政策。 东北

区要求各地制定减价或免费治疗的具体方案。② 陕西省将免费领药比例由 １９５１ 年的 １０％ 提升到

１９５２ 年初的 ２０％ 。③ 贵州省要求各地详细调查和登记烟民情况。④ 同时，由于财政收入不足，部分

地区在执行减免政策时出现经费紧张状况。 为解决经费垫付问题，贵阳、遵义及安顺三地将地方粮

作价划拨给贫苦烟民，用来购买药品。⑤ 贵阳市则发动群众自愿捐款。⑥

各大区进一步加强私人制售戒烟药品的监管力度，力图摧毁非正式制药的权力网络。 此时，抵
瘾代用品代替私人戒烟药品，充斥着医药市场。 为此，各大区将重点放在严禁私人制售抵瘾药品

上。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东北区要求严查隐蔽形式之代用品。⑦ １２ 月 ２８ 日，西南区公布《西南区禁

绝鸦片烟毒治罪暂行条例》，列举了制造烟毒之代替丸药者的处罚办法，情节重大者可处死刑或 １０
年以上徒刑，并科罚金。⑧ 重庆市出台《重庆市管理戒烟药剂及麻醉药品暂行办法》等法律条例，规
定医师不得在处方中开具麻醉药品为他人抵瘾，⑨禁止销售抵瘾药品及综合制剂。�I0 该市对市面上

的 ２５ 种戒烟药品进行化验，认定 １５ 种为抵瘾药品，７ 种无戒烟效果。�I1

总之，各大区在第二阶段收回戒烟药品的制供权，集中规划相关工作。 官方指定药品处方的办

法表明政府开始借由卫生科学技术的名义，对烟民身体进行强制性医疗约束，以此达成禁吸目标。
系列法规的出台和行政举措的落实推进了地方卫生行政管理体系的完善。 同时，各大区的制供工

作并未脱离中央政府的指导。 例如，西南区曾将重庆版戒烟药方转呈中央审阅。 中央卫生部对药

方核验后给出意见：“如果该处方中之浸膏含量均合于药典规定，则可按量服用。 唯马钱子之有效

量与中毒量相距甚近，烟民体质多弱，在推广使用时，应加慎重。”中央内务部随即将该意见转发西

南民政部，西南民政部要求各省参考并改进。�I2 各大区在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为新中

国戒烟药品统一制供机制的形成奠定坚实基础。

三　 暂缓制供与中央统筹部署

１９５２ 年，土改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相继取得阶段性成果，为国家治理各种社会问题营造了

良好的政治氛围。 同时，随着中央部门设置的完善及其行政能力的提升，社会治理方面的部分权力

开始由大区转移至中央，中央卫生部成为戒烟药品制供的主导机关。 ４ 月 １５ 日，中共中央发布《关
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决定在全国开展一场群众性的肃毒运动，集中力量解决制贩运毒问题，因
而暂缓戒烟药品的制供工作。�I3 ７ 月 ２８ 日，中央公安部在部署肃毒工作时再次强调“吸毒问题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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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禁烟毒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１９５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Ｘ００６５⁃Ｙ⁃０００１６９⁃００４，天津市档案馆藏。
黄绍智等主编《禁毒工作手册》，第 １０２ 页。
陕西省人民政府民政厅：《为通知各地对于烟民施戒工作迅速抓紧认真办理由》，１９５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１９８⁃１⁃２２３⁃７，陕西省档

案馆藏；陕西省人民政府民政厅：《为再通知对于烟民施戒工作应行注意事项由》，１９５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１９８⁃１⁃２２３⁃１１，陕西省档案馆

藏。
贵州省禁烟禁毒委员会：《关于禁绝烟毒工作要点的通知》，１９５１ 年 ３ 月 ２０ 日，４３⁃１⁃３９４⁃６，贵州省档案馆藏。
贵州省禁烟禁毒委员会：《上半年筹设贵阳、遵义、安顺三地戒烟所意见》，１９５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４２⁃１⁃６４１⁃１６，贵州省档案馆

藏。
《贵阳市夏季（５１ 年 ４ 至 ６ 月）禁烟禁毒工作计划》，４３⁃１⁃３９４⁃１５，贵州省档案馆藏。
黄绍智等主编《禁毒工作手册》，第 １０２ 页。
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区禁绝鸦片烟毒治罪暂行条例》，１９５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档案史料与研究》１９９０ 年第 １ 期。
《重庆市管理戒烟药剂及麻醉药品暂行办法》，１９５０ 年，１０４９⁃１⁃２９８⁃８，重庆市档案馆藏。
《重庆市禁烟禁毒工作计划》，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１０６８⁃１⁃１２，重庆市档案馆藏。
西南区禁烟禁毒委员会：《重庆市戒烟工作经验介绍》，１９５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４３⁃１⁃３９４⁃１３，贵州省档案馆藏。
西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转告中央卫生部关于重庆市戒烟药处方的意见请查照由》，１９５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４３⁃１⁃３９４⁃１３，贵州

省档案馆藏。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１９６６ 年 ５ 月）》第 ８ 册，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

第 ２４７ 页。



不问”。① 此举标志着戒烟药品制供工作进入新的阶段，时间持续到 １２ 月中旬。
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各大区纷纷调整戒烟政策。 ４ 月 ２９ 日，中南区在《关于开展肃清毒品流行

的指示》中强调着重打击制贩运毒者。② ５ 月 １６ 日，西北区发布《关于发动禁毒运动的指示》，提到

重点打击制贩运毒，对单纯吸毒者一律不问，待运动结束后帮其戒烟。③ ５ 月 ２５ 日，华东区颁布《关
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指明运动对象为制贩运毒者，单纯吸毒者不作为运动对象，只进行戒毒教

育。④ 不久，各大区暂缓集中制供戒烟药品的工作。
尽管如此，中央政府仍然开始统筹部署运动结束后全国性统一制供戒烟药品的事宜，主要从戒

烟方法和行政管理体系两个层面入手。 戒烟方法层面，中央统一戒烟药品处方，强化国家技术治理

的能力。 ８ 月 １６ 日，中央卫生部公布新中国首个国家级戒烟药品处方，该药品由四种丸剂构成（见
表 １），服用方法是烟民依次服用，停药后增加活动；禁忌人群是年逾 ５０ 岁者和有心脏病、进行性肺

结核、腹泻症及其他重症患者。⑤ 可见，中央卫生部仍然放弃使用自然戒断法和非药物戒断法，沿用

药物戒断法中的鸦片类替代递减疗法，⑥并且拟定了一个全新的药品处方。 采纳此法的原因是戒烟

药品在烟民身体中可替代烟毒发挥作用，通过递减药量方式帮其断瘾，且无明显不良反应。 这样既

可消除自然戒断法给烟民带来的身心痛苦，又可避免非药物戒断法产生的断瘾不彻底问题。 中央

卫生部通过医疗创新方式，提高了自身技术治理的能力。 在戒烟过程中，国家借卫生技术来塑造烟

民身体，对烟民戒烟行为进行技术性约束。 烟民身体则经历了一个不断国家化的过程，逐渐受到现

代政治权力的管控。
表 １　 １９５２ 年中央卫生部公布的戒烟药品处方

类型 成　 　 分 说明

第一种

硫酸奎宁：０． １ 克
硝酸士的年：０． ０００１ 克

还原铁：０． １ 克
鸦片末：０． ３—０． ５ 克

为 １ 次量，每日 ３ 次，连服 ４ 天

第二种 同上，鸦片末减为 ０． ０３０—０． ０７５ 克 同上

第三种 同上，鸦片末减为 ０． ００３—０． ０１５ 克 同上

第四种 同上，取消鸦片末 同上

　 　 同时，中央政府集中管控和储备戒烟药品配制所需鸦片原料。 因国家级戒烟药品处方中包含

鸦片，中央在下一阶段统一配制药品时势必消耗大量鸦片。 为此，中央政府将收缴毒品的处理方式

由之前的焚毁或上解变更为区域集中保管，目的就是储备制药所需鸦片原料。⑦ “三反”“五反”运
动结束后，各地收缴到不少烟毒，纷纷向中央询问处理方式。 ５ 月 １７ 日，中央财政部在函复华东财

政部时提出，华东区可指定地点集中保存收缴之毒品，各省市财政部门成为集中存放点。⑧ ７ 月 ３０
日，中央公安部明确各地暂不销毁大中城市没收之毒品，将其登记保存并上报财政部门。⑨ 这一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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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批准徐子荣同志关于禁毒工作会议上的报告》１９５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Ａ００１⁃０５⁃００６１⁃００３，山东省档案馆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１９５３—１９５７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中国物价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

第 ５３０ 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１９６６ 年 ５ 月）》第 ９ 册，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

第 １４ 页。
华东局：《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１９５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Ａ００１⁃０５⁃００６２⁃０１３，山东省档案馆藏。
中央卫生部：《介绍戒烟方法》，１９５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Ａ１０１⁃０４⁃０１０９⁃０１３，山东省档案馆藏。
自然戒断法是指强制中断吸毒者的毒品供给，仅提供饮食，使其烟瘾自然消退的一种戒毒方法。 非药物戒断法是指采用

针灸、理疗仪等方式减轻戒毒者反应的一种戒毒方法。 药物戒断法是指给烟民服用戒烟药品来替代烟毒，并逐步递减药量，以此缓

减烟民戒烟过程中产生的痛苦，最终达到脱瘾的目的。 鸦片类替代递减疗法是依据烟民吸量大小、吸毒年限及有无宿疾等内容，为
其制订戒烟时间计划表，分期递减药品中的鸦片量，直至烟民戒瘾。

张楠：《新中国成立初期烟毒治理中的毒品收缴与处理机制研究》，《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华东财政部：《为对毒品处理问题报请核示由》，１９５３ 年 ２ 月 １１ 日，Ｂ１⁃１⁃１３１６⁃１，山东省档案馆藏。
《中央批准徐子荣同志关于禁毒工作会议上的报告》，１９５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Ａ００１⁃０５⁃００６１⁃００３，山东省档案馆藏。



策贯穿整个肃毒运动，时间持续到 １１ 月底左右。 其间，全国 １ ２０２ 个禁毒重点地区在三期破案行动

中共计没收毒品（折合鸦片）３ ９９６ ０５６ 两，①这就为下一阶段的配制工作储备了丰富鸦片原料。
行政管理层面，中央开始构建国家级戒烟药品行政管理体系。 ９ 月 １８ 日左右，时任国家副主席

的刘少奇在中央公安部禁烟禁毒报告上批示：“请公安部商同卫生部拟一个戒烟办法送中央审

阅。”②２８ 日，中央卫生部发布《关于戒烟的指示》，详细部署戒烟药品的相关工作：第一，明确药品配

制主体。 中央统筹安排，以各大区为单位，按照统一处方，每区指定条件良好之公营药厂统一监制。
第二，提前编造预算。 各大区配制所需鸦片和经费需造报预算给中央，相关部门批准后拨发。 第

三，明确各级政府职责。 各大区协同各级政府负责或协助制供工作，有计划分步骤地进行管理。 第

四，严控药品领用数量。 各地需按烟民烟瘾程度适度分发药品，逐步递减服用量，以达到断瘾的目

的，且严防借药抵瘾现象发生。③ 借此，中央卫生部构建起国家级戒烟药品行政管理模式，逐步确立

对该项工作的绝对统筹权和管理权。
根据上述要求，各级政府制订新的戒吸计划，编造戒烟预算。 ８ 月 ２２ 日，西北民政部要求各地

在运动结束后立即开展禁吸工作，有计划、分批完成烟民改造任务；提前 １ 个月上报药品需求量；继
续落实药费减免政策。④ ９ 月 １ 日，安徽省要求各地按照中央指示为随后的戒烟工作做准备。⑤ 此

外，各地继续查处制售抵瘾药品的行为。 ９ 月，广州市卫生局发现该地华安药铺仍在违规制售“黑
海星”戒烟丸，随即封存余货，并要求各地停售。⑥

至此，新中国戒烟药品统一制供机制的雏形基本形成，即国家级戒烟方法和自上而下的戒烟药

品行政管理体系。 中央卫生部已然成为戒烟工作的实施主体。 中央指定的卫生机构和医药人士以

科学名义制供戒烟药品并医治烟民身体。 烟民须按照统一戒烟方法如期断瘾，其身体好坏已不再

是个人私事，受到国家行政力的直接管控，烟民有义务向卫生机关报告戒烟状况。 制供机制的形成

标志着药品制供权由大区转交给中央，进而完成国家权力的下沉效果，实现了国家对烟民群体的身

体治理。

四　 中央统一制供

中央统一制供戒烟药品机制的确立，在事实上打破了戒烟药品制供的多元权力格局，纠正了

１９４９ 年前地方政府的正式制供权和基层社会的非正式制供权相互纠葛的局面，从而将此项权力完

全集中到国家层面。 在此过程中，国家权力进一步渗透到民众生活中。 １９５２ 年 １１ 月底，全国性肃

毒运动宣告结束，各地在运动中发现未脱瘾烟民达到 １７１ 万人，⑦禁吸工作亟待开展。
１２ 月 １２ 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推行戒烟、禁种鸦片和收缴农村存毒的工作指示》，提出烟民戒

瘾是烟毒治理工作的遗留环节，必须在肃毒运动已有基础上有计划、有准备、有领导地开展戒烟工

作。⑧ １９５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中央卫生部、民政部及公安部发布《关于全面开展戒烟工作的联合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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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三部门协助指导全国戒烟工作；要求各级政府集中力量，立即着手，在一定时期内基本解决吸

毒问题。① ３ 月 ６ 日，中共中央批转《罗瑞卿关于戒烟、禁种鸦片和收缴存毒工作的简报》，允许各地

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工作，不强求统一戒烟步调。② 由此，戒烟工作被正式重启。 在已有基础上，中央

卫生部不断完善戒烟药品制供的行政管理体系。
中央进一步明确戒烟药品配制主体。 政务院 １２ 月 １２ 日的指示再次明确一切戒烟工作所需药

品，均由中央卫生部统一准备，由其分发各地使用。③ 中央部门 １ 月 ３０ 日的联合指示则作了具体说

明，即由中央卫生部统筹，以各大区卫生部为单位，共同组织配制工作。④ 至此，国家将药品配制权

完全收归中央。 同时，中央部委协助药品配制工作。 肃毒运动结束后，中央财政部对各地暂存鸦片

统筹调拨和分配，满足各大区制药需求。 ３ 月 １８ 日，中央财政部规定各地缴获之毒品，经化验确有

制药价值的应留用，并将其中之鸦片、海洛英及吗啡交由省级以上财政部门后集中上缴中央。⑤ ４
月 ８ 日，中央财政部补充规定各地所存鸦片优先由中央卫生部分配给各大区卫生部配制戒烟药

品。⑥ 各大区卫生部依据国家统一处方，在收到拨发的鸦片后集中生产戒烟药品。 中南卫生部生产

了四期药品，第一期 ２４ 粒，第二、三、四期各 １２ 粒；要求烟民按顺序服用，服完即停用，并指示各地

关注烟民生活情况及服药效果。⑦ 此外，各地陆续办理旧存药品清理工作。 陕西省出台清理办法：
收回尚有欠款且未发给烟民之余药；未配发之存药造具清册交卫生部门；已收之药款交民政厅，已
收药却因贫困未交款烟民可直接免费。⑧ 天津市将留存药品“阿〔鸦〕片酊”２０３ 磅 ３４０ 瓦（ｇｒａｍｅ）上
报中央卫生部。⑨

中央进一步规范自上而下的戒烟药品供应链，将国家和地方、中央和基层的制药力量整合，获
取了强有力的组织动员能力，保障禁烟政令通行全国。 其一，规范药品配货及转运流程。 １ 月 ３０ 日

的联合指示要求各大区卫生部在配药过程中，随时将成品转运给省市卫生部门，省市以下部门按时

领取并按规发放，各省市可自行拟定发放及领药办法。�I0 各省卫生厅先将药品拨发给行署和省辖市

的卫生部门，而县市卫生部门在领药前须提交烟民调查数据和戒烟计划。 陕西省制定的领取办法

是各级卫生部门按需向省卫生厅提交预算后具领；各专署及县市民政部门制定戒烟计划后向同级

卫生部门领药。�I1 其二，明确基层药品分发办法。 区县级卫生部门或民政部门往往负责药品分发任

务。 北京市区级卫生所（院、站）在领药后，发动基层医务工作者掌握分发事宜。�I2 陕西省各专署及

县市民政部门在向同级卫生部门领药后供给烟民服用。�I3 广东省要求各行署及省辖市卫生部门自

行掌握分发工作，原则上由卫生部门保管和分发。�I4 其三，对药品服用量问题作出灵活规定。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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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在回复北京市卫生局时，提到可以根据烟瘾程度适当增减服用量。① 北京东四区在分发药品

时便按烟民身体情况为其选择服用 １ 号药或 ２ 号药，并且在服药首日将药片研磨和调制，只发一天

量进行试验，等摸清烟瘾大小后再增减次日药量。② 其四，创建药品服用的基层监管模式。 群众性

自发组织成为药品基层保管的重要媒介。 １９５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中央内务部发出《关于抄发哈尔滨市

戒烟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学习该市戒烟经验。 哈市在烟民自愿基础上，发动群众组建由同一街

或同一居民小组的家属、亲戚、邻居及街道积极分子构成的保戒小组。 该小组负责保存和管理药

品，按时定量分发并全程监督烟民服用。③ 通过此种模式的推广，全国各地逐渐搭建起基层戒烟空

间，将其影响力渗透到群众生活的每个角落，把烟民置于政府的直接管控下。 保戒小组还负责将戒

烟政策传达给那些不附属于官方机构或国有企业的烟民，确保他们按医嘱服药，防止借药抵瘾现象

的再次发生，保障戒烟工作顺利完成。 以上环节保障了戒烟药品供应的闭环管理，提高了药品供应

和使用效率。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央还适时推出药品全免费政策，彻底解决烟民经济顾虑。 １９５２ 年，随着

政府效率的提升、统一财政制度的建立及社会生产的恢复，中央财政收入大幅增加，这就为社会问

题治理提供了充足的财政支持。 如上所述，政务院 １２ 月 １２ 日的指示延续之前的减免政策，即已登

记之老弱病孕烟民可定时向卫生部门领药。④ 天津市还出台《天津市贫苦患者医疗减免暂行办法》，
规范贫苦烟民减费或免费领药流程。⑤ 不久，中央 １９５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的联合指示则放弃减免政策，
改变只针对贫苦烟民的优惠条件，明确指示各大区免费向全部烟民供应药品，并要求各地严格落

实，严禁向烟民索取隐形费用。⑥ 这一政策转向的意义非凡。 一方面，全免费政策消除烟民经济顾

虑，极大推动了戒烟进程。 各地积极落实此项惠民政策。 北京市在宣传免费发药政策后，烟民戒烟

顾虑被迅速消除。⑦ 另一方面，全免费政策对药品监管工作产生积极影响。 免费药品足量供应使得

烟民不再费尽心思地寻找廉价药品。 这就有效防范了私人通过偷制假药或宣扬迷信戒烟等方式来

钻空牟利，最终消灭市场上销售的各种抵瘾代用品。
１９５３ 年底，全国性戒烟工作告一段落。 大多数地区完成禁吸工作，已有烟民基本戒除烟瘾。 北

京市卫生局就向中央卫生部报告，各区已无未戒烟民，年初领到的药品仍有剩余，计划缴还其中 ９
万片。⑧ 此外，少数地区仍有少量未戒烟民，地方政府随后将药品制供作为常态工作内容开展。 总

之，戒烟药品统一制供机制为新中国禁吸工作取得胜利提供重要保障，成为新中国现代医疗制度的

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中央卫生部是制供工作的主导者，大区至地方卫生机关成为相关工作的实施

者，保戒小组等群众组织成为重要的基层保障者。

结　 　 语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家政权建设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社会治理工作，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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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共卫生局：《关于戒烟药片的服量可根据烟瘾程度适当增减的通知》，１９５３ 年 ４ 月 ２０ 日，１９６⁃００２⁃００２０７⁃
０００６０，北京市档案馆藏。

北京市东四区人民政府民政科：《北京市东四区戒烟戒毒工作总结》，１９５３ 年 ４ 月 ２８ 日，１９６⁃００２⁃００２０８⁃０００６６，北京市档案

馆藏。
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关于抄发哈尔滨市戒烟工作的通知》，１９５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Ｂ１⁃２⁃８８７⁃５，上海市档案馆藏。
邱创教主编《毒品犯罪惩治与防范全书》，第 ８３６ 页。
《对戒烟预算的意见》，１９５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Ｘ００６５⁃Ｙ⁃０００３１２⁃００２，天津市档案馆藏。
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内务部、卫生部：《关于全面开展戒烟工作的联合指示》，１９５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Ｂ１⁃２⁃８８７⁃１，上海市档案

馆藏。
《北京市禁烟禁毒宣传提纲》，１９５３ 年，１９６⁃００２⁃００２０７⁃０００６７，北京市档案馆藏。
北京市公共卫生局：《本局及各区所剩余戒烟药品上缴报请核示》，１９５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１９６⁃００２⁃００２０７⁃０００８０，北京市档案

馆藏。



药品统一制供机制的形成正是国家成功治理烟毒问题的重要体现。 在此期间，人民政府根据烟毒

治理不同阶段的客观需求，不断调整制供政策，最终确立了以统一戒烟方法和戒烟药品行政管理体

系为主要内容的制供机制。 该机制的形成和完善过程兼具了由下而上、由上而下、上下结合的特

色，从而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其建立的目的是将个体化、分散化的地方传统戒烟医疗格局转变为

组织化、行政化的国家戒烟医疗体系，保障禁吸工作顺利完成和国民身体健康。
同时，戒烟药品统一制供机制的形成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构建民族国家

方面的多重考量。 一方面，新中国烟毒治理工作的完成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卓越的国家治理能力。
人民政府以行政管理和医疗卫生的名义，将戒烟药品制供政策推行到全社会，进而助力于新中国烟

毒问题的解决。 这些成功经验为之后的烟毒治理工作提供了宝贵历史经验。 １９８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为
贯彻中央关于禁绝鸦片烟毒问题的紧急指示，中央卫生部重新将 １９５２ 年的戒烟药品处方发给各

地，要求各省据此商定药品制供工作，①以便解决新出现的毒品问题。 另一方面，戒烟药品的科学配

制和免费供应保障了戒烟工作的顺利完成，使得众多烟民重获新生。 中华民族逐渐摆脱了“东亚病

夫”的旧形象，新中国在国际上更是赢得了“无毒国家”的美誉，向世界呈现出一个朝气蓬勃的民族

国家形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治理烟毒问题的史料整理与研究”（项目批

准号：２２ＣＺＳ０７７）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殷　 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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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央卫生部：《关于发给戒烟毒药品处方安排好戒烟毒药品的配制供应工作的函》，１９８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Ｂ２４２⁃４⁃７２１⁃２３，上
海市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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